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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由先发优势到科学发展新优势的路径演进，由小我浙江到大我浙江

的历史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敢于担当”的精神，在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政府治理等多方面，发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试验田、示范田、高产田作用，

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浙江样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成功摆脱

传统路径依赖，走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大道，创造了转型发展的奇迹。

回顾浙江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如果从大的历史观和宏观层面看，可划分两大阶段，呈现出由先发

优势到科学发展新优势的路径演进，由小我浙江到大我浙江的历史性变革。

第一大阶段，即 1978 年至 2002 年，主要特点体现在自发、民营、经济、

允许这四个关键词上，形成浙江发展的先发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发展的起点并不高，存在“三缺少”：一是缺少陆域自然资源，人均耕地只有0.5

亩，缺铁少煤无油，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二是缺少国家资金投入，1952 年到 1978

年的 26年间，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总计 77亿元，人均 410 元，只占全国的 1.5%，还不到当时全国各省区平

均水平的一半“。一五”时期国家兴建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浙江一个没有，后来国家对浙江的投资也

很少。三是缺少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国家区域指向性的政策，如创办经济特区、浦东开放开发、西部大

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政策，浙江都不沾边，可以说没有吃偏饭。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江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闯出一条富有生机活力的特色发展道路，实现了

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经济总量由全国第 12 位跃升到第四位，人均 GDP 由第 16 位跃升到第五位，2017

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连续 17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连续 33 年位居全国各省

（区）第一，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这一模式不同于以深圳模式为代表的广东模式，也不

同于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江苏模式，其主要内涵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率先从山区海岛等贫困地区发起。古人云：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

浙江改革开放的动力，主要来自老百姓强烈的致富欲望，而且越是穷的地方，越是落后的地方，胆子越大，

办法越多，创造力越强。如领取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温州人章华妹，第一个敢同县委书记吵

架要求开放城乡市场的义乌人冯爱倩，第一个农民造汽车的台州人李书福，创建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的温

州永嘉县桥头镇，创建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以及丽水山区崛起的全国洗涤行业龙头企业纳

爱斯等。这些来自山区海岛等基层的老百姓，创造弘扬“四千精神“”三板精神”，走出山村，走出海岛，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二，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由散兵游勇发展壮大为主力军。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还是农业为主的省份，

国有企业数量不多，乡镇企业不发达，计划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体制外的成长空间比较大，这为浙江

率先冲破僵化的体制和机制束缚，率先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主体和制度框架，创造

了有利条件。自上世纪 70年代末，个体私营等民营企业，率先从温州、台州等地兴起蔓延，如同雨后春笋，

蓬勃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少到多，渐成燎原之势，成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主体，成为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主力军，成为吸纳就业、上缴税收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

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可以说，没有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就不会有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就不会有浙江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强劲活力，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全国民营经济占据“五

六七八九”的大好形势。

其三，偏重于经济发展，走出一条以小博大的特色发展路子。浙江发展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小”：一

是小资本，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原始投入都很小，有的注册资本只有几千元，如万向集团靠 4000 元起家。

二是小企业，父子、兄弟、夫妻和亲戚、朋友齐上阵，大家集资办厂，形成家族制企业，然后再逐渐扩大

生产规模，目前小企业仍占全省企业的 99%。三是小商品，由于小商品生产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门槛低，

适于小资本和小企业生产，所以大多选择鞋子、袜子、领带、服装等轻纺产品，即使搞一点大工业，也是

从零部件和小型设备做起，如汽车先搞零部件、电气设备先搞低压电器等。四是小城镇，浙江的工业化是

从农村起步的，创业者主要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这包括鲁冠球、李书福、徐冠巨、南存辉等，当时的企业

只能是村办企业办在村、乡办企业办在乡，依托小城镇而发展。如何以小博大，弥补小的先天不足，浙江

实行无中生有和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的发展思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渠道，以

块状产业为基地，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形成小商品大市场、小产业大集中、小资本大集聚、小城镇大建

设的发展优势，成功走出一条“轻、小、民、加、特”的快速工业化道路。

第四，允许先行先试，为基层和企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当时的政府作用，主要不是体现在政策“引



导”上，而是体现在政策“允许”上，政府的高明就是相信基层和老百姓的聪明，可以先上车再补票，先

发展再规范，先生孩子再起名，为基层和老百姓的创业创新闯天下提供宽松的环境。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

形成，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听取了群众意见，领导义乌县委、县政府于 1982年出台文件提出“四个

允许”放出来的，即“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后来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总结提出“三个允许五个不”的工作思路，即允许试、允许闯甚至允许犯错误；

不争论、不攀比、不张扬、不气馁、不动摇；坚定、清醒、有作为。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基层和群众的创

造活力。这里，表面看是无为而治，实际也是一种担当和作为，体现在对一时看不准的，当时的政策环境

不允许而广大老百姓又愿意干的事，则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的要求，放手让群众

去干。后来浙江形成的诸多第一，大多是政府允许和放出来的，是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

第二大阶段，2003 年至今，主要特点体现在自觉、多元、全面、引领这四

个关键词上，形成浙江科学发展新优势

进入 21世纪的浙江，世情、国情、省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同省委所清醒判断的：浙江发展“进入爬

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和发展中的问题。这时的浙江，不仅面临“正在生产的缺电，

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等“三缺”问题，更重要的是，前 20多年快速发展累积起来的矛盾和

问题集中暴露出来。主要包括：经济结构“低、小、散、乱”的先天不足，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严重滞后，

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城市化水平不高和“城市病”显现，农村环境“脏乱差”和“空心村”，山水

林田湖草等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矛盾问题频发，领导干部面临本领恐慌等，亟待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和路径，

引领浙江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提升。在此关键时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领导省委谋划、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引领和推动浙江成功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这一阶段的

主要内涵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自觉的，上下互动的，以“八八战略”为顶层设计和引领。浙江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大

多涉及全面性、公共性、协调性、长远性等问题，如提高经济结构和综合竞争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建

设水电气路桥等设施、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党政干部眼界和

水平等。这都不是简单允许基层和企业创新所能解决的，而必须要有顶层设计，进行超前思考、系统谋划

和战略布局。有鉴于此，习近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分析世情、国情、省情的

深刻变化，把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实施八个方面的举

措”的“八八战略”，擘画了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宏伟蓝图，引领浙江由自发走上自觉的发展轨道。



其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主体共同发力。一个经济体的生机活力，一定是存在多元主体

而且充分竞争。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以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挥鲶鱼效应，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

济的改组改制，激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生机活力。二是民营企业如何改变“小、低、散”及家族制的

先天不足，实现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浴火重生。针对于此，习近平明确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个私经济不断上规模、上水平”的“两坚持、两推动”要求。他多次深

入国有企业调查，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部署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他多次深入民营企业调研，

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大会，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和实现新飞跃。他还多次提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

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由此使浙江形成了民企、国企、外企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格局。

其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发展。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浙江最初偏重于经济发

展，而经济发展又偏重于民营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而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等发展相对滞后，即使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如粗制滥造、粗放经营、外部不经济等问题。自实施“八

八战略”以来，浙江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转型、统筹城乡、创建生态省、念好“山海经”、软硬

环境建设、建设文化大省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全面谋划，全面推进，全面发力，

全面提升，推动浙江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形成浙江全面发展的新优势。在“浙”里，

率先提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荣获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再造了“三个浙江”，念好“山海经”使山区和海洋成为全省新的经济

增长点，平安浙江、文化浙江、法治浙江等齐头并进、多点开花，形成“万紫千红的浙江实践”。

第四，党政科学有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表面是企业



竞争，背后实际是政府竞争，是营商环境的竞争。早在“八八战略”提出之初，习近平就强调“：贯彻这

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

下去”。他提出“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狠抓“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狠抓领导干部和机关

作风建设，狠抓法治建设和各项规章制度建设，要求浙江的党员干部算一算“利益账”“法纪账”“良心

账”，强调“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进

而培养打造一支信仰坚定、敢于担当、本领过硬、干净干事的“浙江铁军”。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以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

手，努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服务型政府，

不断续写“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篇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这两大阶段的演进中，浙江成功摆脱了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提升了发

展格局和品质，从偏重于经济发展的小我浙江蝶变成全面发展、大气开放的大我浙江。

路径依赖，原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

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用“路径依赖”

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并被奉为圭臬。这说明要摆脱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是不容易的。

2003年以来，浙江按照“八八战略”擘画的宏伟蓝图，成功实现从偏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偏重“轻、

小、民、加、特”发展，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成功摆脱

了传统路径依赖，创造了发展路径演进的新样本。经济上，由“低小散转向高精尖，高质量取代高增速”，

即由小商品生产大省发展为船舶、汽车、飞机、装备生产大省，由传统制造业大省发展为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数字经济大省，由外贸出口大省发展为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省，由陆域资源小省发展为

海洋经济大省等，如同《人民日报》2017 年 3 月 19 日第一版所言《浙江实体经济正质变》。政治上，积

极探索省域层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率先建设“法治浙江”；文化上，总结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社会上，按照“大平安”理念，加强“平安浙江”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

化水平；生态上，以“两山”理念为指引，以“千万工程”为载体，率先建设“美丽浙江”；还接连成功

举办 G20 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世界油商大会以及即将举办亚运会，从多方

面创造中国发展明天的浙江实践。


